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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世说新语》中魏晋玄学的自然名教观

作为展现魏晋时期生活风貌的“窗户”，《世说新语》以笔记体“随手可得”

的形式记载了汉末到两晋期间众多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因为年代久远，且部分内容有明显的杜撰痕迹，很多事件或人物形象的真实

性并不可考，但根据全书描绘的整体面貌和人物群像，《世说新语》仍可以被视

作研究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史料。

而在这其中，作为魏晋时期主流思想的魏晋玄学在《世说新语》的篇目里占

据了重要的地位。魏晋玄学与传统认知的玄学不同，它起源于“三玄”（《老子》、

《庄子》、《周易》），侧重于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是魏晋士大夫

在对儒学失去信心后重新寻找的精神家园。虽然《世说新语》中并未直接探讨“玄

学”这个概念，但史学界公认本书就魏晋玄学的侧面刻画与描摹对相关研究有重

大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谈”这个表现形式，即魏晋名士避开民生国计等

“俗谈”，针对老庄之学进行深入的讨论，思考宇宙本源、动静有无等哲学问题

的风尚。可以说，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清谈的理论形态
[1]
。《世说新语》全书极

大部分采用对话体展开，便是清谈的体现，展现出玄学核心的哲学思辨性。

相较于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思想，玄学淡化了政治性，更突出哲学性，通过对

宇宙本体、动静有无的探讨延伸到对人格本体的思考，从而重视个人的情感和本

我的觉醒，其方法论有朴素的人文主义倾向
[2]
。具体而谈，魏晋玄学可以表现为

崇尚自然，向往自由，如《容止》篇中“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

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3]
可见，以

自然之美称赞人的容止之美，体现出对自然与自由的热切追求。

然而，中国古代占据大一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并未消亡。事实上，

自然名教观，即如何看待和平衡传统儒学所倡导的名教与玄学所倡导的自然之间

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魏晋玄学各流派思想中的重点内容
[4]
。《世说新语》记载

了不同流派玄学家的逸闻趣事，从而折射出他们不同的自然名教观。书中体现出

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竹林时期阮籍、嵇康为首的“越名教而任

自然”，主张名教是伪善的、压抑人性的，应当反对一切束缚，发扬自然人性，

即认为二者矛盾不可调和，应当摒弃名教选择自然；第二类是元康时期郭象为首

的“名教即自然”，主张名教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名教就是遵循自然，

即认为二者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应当遵循名教；第三类是在当时占据主流的广大

知识分子，“折衷名教与自然”，既表现出对自然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又恪守并

褒扬儒学名教中的礼法规范，即矛盾共存却不转化。
[5]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

《世说新语》中花了大量笔墨描绘放浪形骸、豪放不羁的人物形象，其中尤

以阮籍、嵇康为首。他们的核心特征就是蔑视礼法，随心所欲，“越名教而任自

然”。在《任诞》篇中，集中展现出他们浅层的人物特质，由这些浅层的人物特

质反映出他们深层的自然名教观。

其一，他们的典型特质是爱好饮酒。“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

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

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开篇就点出了“越名

教而任自然”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以及他们的最大喜好——纵情饮酒。随

后刻画了嗜酒如命的刘伶这个人物形象，喝酒喝到重病也不管不顾。“刘伶病酒，

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

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

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

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魄然已醉矣。” 曾作《酒

德颂》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6]
关于喝酒的缘由，

《任诞》中“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入胜地’”可谓一语道破，酒，能使名士

们超拔于现实世界之外，摆脱世俗的束缚。即体现了他们对现实名教的困倦，渴

望超脱与解放。

其二，他们大都不拘小节，随心所欲，忽视世俗意义上对人的要求。例如“刘

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

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赤身裸体，不循礼法，以天地为屋，以房舍为衣。

又如“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

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饮酒

时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坐在一起，杂乱不纯，忽视礼法。溯其根源，赤身裸体是

对外在束缚的厌恶，渴望回归自然和本真，同时以自我为中心，注重本我的重要

性。而与不同地位的人同席，则更直白地表露出他们对儒学名教中纲常伦理的厌

恶与鄙弃。

其三，他们有意破坏儒学名教，身体力行地对一切传统道德传达不屑，这也

是他们自然名教观的本质体现。“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

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因为母亲去世过分悲伤，哭

号吐血，却会在母亲的葬礼上喝酒吃肉，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子生三年,然后免

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完全是背道

而驰的。另外，“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

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尽管并没有僭越的意思，阮



籍仍然肆无忌惮地破坏男女大防，大呼“礼岂为我辈设乎？”。由此可见，他们

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并非是没有道德观和是非观的自私自利，而是以突破名教、

崇尚自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

总之，不论是爱好饮酒，还是不拘小节、破坏礼教，都可以看出以阮籍、嵇

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的自然名教观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因此，这类人物

尽管怪诞狂隽，却真正做到了脱俗放达，不忠于世威。他人评价“阮方外之人，

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可见他们得到了旁人的宽待，这种

“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成为了阮籍等人的政治保护伞，得以在黑暗的东晋时期更

大程度地保全自身。
[7]

二、“名教即自然”

不单只是在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取舍与思辨几乎存在于每位中国古代文

人士夫的精神层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冲突与对立即反映了士人们在现实生活

中感到的切身焦虑与纠结。西晋哲学家郭象则在其论著中提出，“仁义自是人之

情性”，而“物各有性、性各有极”
[8]
，若人们各安天性则名教自成秩序，名教

与自然无需对立。纵观整部《世说新语》，其中所展现的不仅只有自然为本、冲

击名教规范的典例，也蕴含着中和名教与自然的论调——名教同于自然，名教亦

是万物之一。

在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孕育名教的玄学体系里，从宇宙天地到人类肉身，从

历史起源至社会文化，万物之间皆相互关联。《世说新语》中对此的显性表现即

为将山水审美与文人品格相联结，其中《品藻》、《赞誉》等篇目更是有许多片段

都在描述名士如何寄情山水、表达超脱自然的心境，将士人的性情本心回归自然

以体现他们的追求。如“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

备。’”， 太傅谢安敬重褚季野，曾经称颂他是个心里明白是非的人，他的内心世

界正像一年四季的气象那样，样样都有，善恶与道德自然也包容其中，遵循正义、

明辨是非既是名教的规范，也是他的自然本性。“严仲弼，九皋之鸣，空谷之白

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

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褪。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

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

绣，蕴五经为增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

宅。”文人志士们的言行举止、道德品行皆在这类表述中与自然中的万物找到了

对应，白马、琴瑟、龙纹、青松、光芒、天鹅、大鼓等意象代表着被盛赞之人高

尚的情操与独树一帜的魅力，他们人格的内核与自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即世

俗之名教可以在天地之自然中找到二者共生的缩影。



名教本于自然的态度，更多倾向于一种一碗水端平的选择，名教与自然不分

孰轻孰重，而像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世说新语》里，看待名教和自然的关

系时，与阮籍、嵇康之辈态度截然不同的还有李元礼等人，如“李元礼风格秀整，

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他风度出众、品性端庄，而自视甚高。

站在贵名教轻自然的立场，他们都把以儒家所主张的正名定分为准则的礼教放在

非常高的地位，凌驾于其他之上。可是，如《言语》：“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

至瞑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简文帝逝世

后孝武帝在服丧期间说道：“悲痛到来时，自然就会哭，有什么惯例不惯例的！”

此处名教同于自然的观点则较为突出，于他而言，“服丧恸哭”的惯例与“失父

之伤”的情感流露是统一的，二者天然联结，而不必以所谓礼节、常理对人的本

性横加要求。

郭象曾道：“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

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其意为万物各足本性，则均可实现一贯

的自由
[9]
，物与物之间既殊又同，各自相映成趣。士人们的理想从名教中来，又

可归于自然，其哲学的宗旨意识则最终落脚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自

然山水的情境中完成理想人格的体验。

三、“折衷名教与自然”

名教与自然的另一调和观点，则是以道释儒
[10]
。《言语》：“研求幽邃，自王、

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同时期里，王弼、何晏等人均研讨深奥的玄

学，而荀勖和乐广善于根据时势修订规章制度，他们尊崇名教的同时也留存自然，

作风广受赞誉。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里，虽以道家思想作为优势，但却并不完全

等同于庄子一派；其对儒家学说并非弃否，而是保留儒道“尊礼重德、道法自然”

的核心，意图从中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以期找到平衡之术。

名教本于自然的学说，是对某些以“任自然”为借口而大肆破坏礼法乃至违

背人性之做法的抨击与批判。在当时那个年代，竹林七贤在众人当中声望颇高，

所以一般不予评论，“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可是，此番“任自然”之风除去羡慕之外却也引来诸多不妥的效仿。《德行》中，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

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都以放荡不羁为旷达，甚至于赤

身裸体而不顾他人眼光，乐广即嗤笑诸人任放至此，“名教中自有令人快意的境

地，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其言下之意，是指责他们大庭广众下不蔽体肤，看

似是要挣脱衣冠整洁、文明礼教的束缚，实际是以此为幌子掩盖自己无耻淫逸、

损害社会风气之举。乐广的这番话点出，正衣冠不代表就不可以豁达自由，修边



幅是人之常情，也是名教之常理，君子外正其容、内正其心，其本身即可为快意

所在，传达了名教本位、同时也兼顾自然的思想。

名教与自然的本末之分，也给了士人们选择的优先等级，名教先于自然，《世

说》中有所提及的“忠孝两难全”、“上下尊卑、君臣纲常”等都是名教为本而自

然为末的体现之一。《德行》中写道，“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

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

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

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恭说他为人处世，没有多余的东西，在

自己与他人的度量当中，他愿意摒弃个人天生而有的私利私欲，将自己的所得慷

慨赠与他人，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他以人为先的利他思想。这也被包含于礼法名教

的范畴，名教本于自然的核心，在于将外部的儒道内化为自身的道法，不视其为

某种限制或剥夺，而是融其为内在本性，则此时名教即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士

人得以最终完成名教与自然的折衷。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维系政权的重要思想，儒家观念的核

心是积极入世的，尤其是对于更多底层的百姓而言，儒学倡导的名教无疑对当时

的社会发展与秩序稳定有着正面的意义。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看似潇洒肆意，

却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甚至因为这样的人位列高位，使本就黑暗的魏晋时期雪上

加霜。世家间以不干实事为荣，将官分为清浊，如太学祭酒这类不干实事而位高

名显的就是清官，如军校尉这样既要做事又操练士卒的就是浊官。世家子弟皆以

为浊官为耻。如《简傲》篇所载：“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

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因为身居浊官之位，而对实

事不管不顾，这样的世家子弟比比皆是。

魏晋时期正逢小冰河期，气温下降，且常有旱灾蝗灾。《晋书》里有大量关

于旱灾蝗灾的记载：“太宁三年，春自至六月不雨”“二年夏，旱。五年五月，大

旱”“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蝗虫）自幽、并、司、冀，至于秦壅”。

此乃天灾，而人祸亦至。公元311年，匈奴汉国派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

杀晋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是为永嘉丧乱。之后，西晋灭亡，五胡乱华，铁骑南下，大规模的屠杀比比皆是。

天灾人祸交加，此时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流民无数，“易子而食”的情况随处

可见。而在此时，许多所谓的名士仍是谈玄说道，抨击名教，占据高位却尸位素

餐。

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仍自然”的思想对哲学、美学等领



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重新

思考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越名教而任自然”到“名教本于自然”，不仅体现

了儒学思想在古代的本源地位不可动摇，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以贯之的责

任担当。

立身于21世纪的我们距离魏晋已然过去千余年，却仍在怀念当时峥嵘的魏晋

风骨。有人盛赞魏晋名士之风华绝代，后世难匹；也便有人批判其误君误国误天

下。我们无法亲临一个鲜活的魏晋而跨越时空与名士漫谈，但借以《世说新语》

等的记录体裁，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精神上自由潇洒、士人们也身体力行地用自己

的方式践行着人生多样可能性的开放时代。《世说新语》里多处可见魏晋时代中

士人们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之思考，其中对现世最有启发和训诫意义的当属“名

教本于自然”。辩证看待名教与自然，两者对立统一、折衷的态度较为符合儒家

“中庸”的思想，也保留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

首先，凡事讲求“适度”，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放浪而不羁，但却不具备普

世意义——人性当中，欲望总为其上，在社会规训已大大缓和、死板僵化的规章

制度已被逐渐替代的今日，过分讲求追逐无边界的自由、放任欲望的输出，反而

是矛盾与反文明的。竹林七贤在魏晋是率性旷达、引领时尚，是挣脱桎梏、致敬

生命，今日之人争相效仿而不论出处场合，将其作为自己不知廉耻的遮羞布，是

蔑视法理，割裂了二者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名教同于自然”又忽视了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其思想的核心是在

将人性之良善、世界之美好与名教之正义等同。表面上看这是否定了人的陋习，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对人正常欲望的不承认甚至压抑；且归根结底，自然的

意象内涵终究是人为赋予的，具有社会历史性。人的美好品质与理想的确可以作

为“名教”的其中一种来源，然而名教在多数场合下是对人不正当行为的约束，

它对人社会属性的后天规训本应大于人自身的本能追求，方得以发挥作用。名教

同于自然的说法同时缩窄了“名教”与“自然”的思辨范围，放诸今日纷繁复杂

的社会现象，较难站得住脚。

而“名教本于自然”则较为恰当地总结了两者的递进关系，讲求因人而异、

视情况而变。如“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则是

裴楷等人折衷名教与自然的处世体现，他们认为阮籍等人的放任许是不得已而为

之，普通人不必为了跻身名士之流而有意纵欲，而应循规蹈矩、不失礼。名教与

自然的折衷，既能正视人的自然之性，不夸大放纵也不否认压抑，又能合理提出

对人的规训，不神化名教而是选择在克己复礼为仁中找到平衡，是为对现当代的

一大启示。但“任自然”与“名教同自然”两种思想也并非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我们推崇魏晋名士向内发掘心性自由之美、对外迸发山川磅礴之势的情怀，同样



也欣赏他们追求自我、超然善恶的铮铮傲骨。辩证地结合时代与背景来看待魏晋

风华，打破常规不代表随心所欲，遵循礼教也与故步自封并不相连；古往今来，

人类对于自由的向往从未泯灭，由此，魏晋名士们也许早在千余年前便为当今浮

躁的世人铺好了一条颇具个性的通幽曲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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